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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政治笑话:类型及其功能

郝宇青
(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 200241)

摘要:苏联的政治笑话是了解苏联政治、了解社情民意的一个窗口。它大致有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政治
过程类政治笑话、政治人物类政治笑话等三大类型。苏联政治笑话的功能，就国家政权层面而言，它具有十分
鲜明的警示作用，因而具有建设性的功能，并发挥着政治安全阀的作用。就民众层面而言，它发挥着化解民众
作为政治人不能有实质政治参与和政治意见表达的政治心理危机，消解政治压力和政治上的不满情绪，从而

实现政治笑话的心理上的自我解压和自我满足的功能。令人遗憾的是，苏联政权对于政治笑话的非理性压
制，使得自身失去了获取民情、汲取民意的来源，使己在民情、民意面前变得迟钝、麻木和僵化，并最终落得个
败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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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Jokes of the Soviet Union: Types and Functions

HAO Yuqing
( Department of Politic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To analyze the political joke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nalyze Soviet Union’s political condi-
tion，as well as its society and citizens． There are mainly three types of political jokes，which involve
the political system，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political figures． These political jokes have their
particular functions． In terms of the state power，political jokes are obvious cautions，thus they had re-
markable constructive functions． In terms of the public，the political jokes to some extent dissolve the
political psychological crisis that the public can not actually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and express their
own political opinions，dispel the political pressure and political discontent，so as to realize the func-
tion of psychological self － decompression and self － satisfaction of political jokes． Unfortunately，the
irrational suppress of the Soviet regime on political jokes makes it lose access to the public will，and
gradually it becomes dull，numbness，and rigid in front of the community and public opinion，eventu-
ally it ends up as a political failure．
Key words: the Soviet Union; political jokes; types; functions

由于苏联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强国家始终压制着社会领域，使得社会一直处于弱小和疲软状

态，这也就使民众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情感没有制度化的渠道得以有效而真实地表达和宣泄，［1］其中的

某些内容便借助于政治笑话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苏联的政治笑话特别发达的原因。



所谓政治笑话，是指民众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或政治人物进行调侃、揭露、批评、批判的口头表达、
私下传播的政治幽默或政治讽刺。从政治笑话的创作和传播主体来看，它主要是普通民众，但它又是具
有不确定性的普通民众，因为很多政治笑话很难确定其真正的创作者是谁，正如 C·戴维斯所说: 政治
笑话属于“集体创作的产品”。［2］同时，要确定政治笑话传播的主体是谁同样是一个难题。当然，由于政
治笑话的创作和传播主体的不确定性，也造成了政治笑话产生时间的不确定性。从政治笑话的客体来
看，它主要是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或政治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笑话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官场笑
话”。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大多数政治笑话利用幽默的方式抨击当权者或政治现实，通过夸张和
诙谐奚落国家及其代表人物。”［3］( p13)从政治笑话的内容来看，它通常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政治现
象、特定政治事件、特定政治人物的不满和批评意见的诙谐性表达，因而具有针对性、时效性、批判性
( 讽刺性) 、幽默性等特征。从政治笑话的表现形式( 体裁) 来看，它多是采用双关语、谐音、模仿、夸张等
手法的段子式或问答式的适于口头表达的艺术形式，不仅便于记忆和传播，而且也能达到针砭时弊、情
绪宣泄、抚平受伤心灵的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政治笑话属于政治文化范畴，它反映了民众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因

此，苏联的政治笑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了解苏联政治、了解社情民意的一个窗口。通过对苏联政治笑话的
研究，不仅可以从宏观层面深刻认识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且可以从微观层面深入了解苏联民众的

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藉此也可以更为深入理解苏联的人心向背、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等
宏观政治问题，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原因。

一、苏联政治笑话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政治笑话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根据政治笑话的体裁，可以划分为

段子式政治笑话和问答式政治笑话;根据政治笑话的特征，可以划分为特指性政治笑话、讽刺性政治笑
话、幽默性政治笑话等;根据政治笑话的客体，可以划分为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政治过程类政治笑话、
政治人物类政治笑话等。
根据苏联政治笑话的特点和研究的便利，笔者采用政治笑话的客体作为分类的标准。这样，苏联的

政治笑话大致有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政治过程类政治笑话、政治人物类政治笑话等三大类型。
1．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
所谓政治体系，是指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和。［4］( p502) 因此，

关于苏联的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主要指涉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如苏维埃制度、国
家结构形式和管理形式、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干部制度等。
在苏联，这一类型的政治笑话并不少见，主要是因为苏联的各项政治制度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与

现实的政治生活存在着诸多的相异之处。尽管在苏共执政初期，民众欢迎新社会的到来，相信新社会所
能够带来的光明前程和幸福生活，并因有对新社会的向往和憧憬而甘于忍受经济的和文化的困顿，但

是，革命的热情总归还是离不开物质利益支撑的。当政治制度的运行并不能给民众带来物质和精神满
足的时候，无论多么响亮的口号和美妙的理想都将显得苍白无力，它们激发民众革命热情的能力将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衰减，甚至成为负能量。毫无疑问，这种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落差，导致了民众的
不满甚至怨恨，成为滋生政治笑话的肥沃土壤。
譬如，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苏联在 1928 － 1937 年的头两个五年计划的短短 10 年时

间里，即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这一工业化奇迹不
仅震惊了世界，也深深地影响了苏联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5］然而，苏联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
衡，轻工业、农业发展严重滞后，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经常面临消费品的短缺和排队购物现象，从
而导致民众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满:

A．一位党员努力地向一位老妇人解释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那时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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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切，食物，衣服，各种商品，你还可以出国旅游。”
老妇人:“哦，明白了，跟沙皇时代一样。”
B．“如何赶跑克里姆林宫里的老鼠?”
“在里面放个标牌，写上‘集体农场’四字，不多久大半老鼠会饿死，剩下的都逃
之夭夭了。”

又如，苏联实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出现了“老人政治”现象———苏共二
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勃列日涅夫后期的 14 名政治局委员中，60
岁以上的占 92． 9%，其中，70 岁以上的竟占 57． 1%。［6］( p727) 更为严重的是，在勃列日涅夫于 1982 年 11
月去世，到安德罗波夫于 1984 年 2 月去世，再到契尔年柯于 1985 年 3 月去世( 以 73 岁高龄成为苏共中
央总书记，在位仅 1 年又 1 月) ，其间只有 3 年多时间。下面一则政治笑话就是人们对苏联领导干部职
务终身制的嘲弄:

A．一个公民来参加契尔年柯的葬礼。有人向他要票，他答道:到这里来我用的
是联票。

B．问:为什么是安德罗波夫，而后是契尔年柯在共产党大会上被一致推选?
答:这是因为安德罗波夫的肾检验结果最差，契尔年柯的心电图最差。

又如，苏联民众对政治权力的专横、权力行使过程的僵化、官僚的特权化等现象的不满和讽刺:
A．“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
“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B．一个外国人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问:在车上和我们在一起的都是什么人?
答:他们是国家的主人。
“而这是什么人开到前面去了?”他指着超过他们的“伏尔加”问道。
答:这是人民的仆人。

再如，民众对公民权利匮乏的不满:

A．“不够尺寸的裙子叫什么?”
“叫米尼卡特( 短裙) 。”
“不够尺寸的小汽车模型呢?”
“叫米妮卡( 小汽车) 。两种都是时髦货色，虽然东西小，价钱可是大!”
“那我就明白了。一天不干多少活，可是薪水很高的人就叫米尼斯特 ( 部长)
了。”

B．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谈话。
美国人:我敢在白宫外面大喊，里根下台，你敢吗?

苏联人:有什么不敢的?

说完，苏联人走到克里姆林宫外，大喊:里根下台!

还有其他方面的政治笑话。例如，反映苏联意识形态僵化和民众文化生活匮乏的一则政治笑话:
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设立了一个海军部，结果，苏联老大哥就对捷克人

说:你们是内陆国家，设什么海军部?

捷克人回答说:那你们不是也设了文化部吗?

例如，关于选举制度方面的一则政治笑话:

“下次选举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没有人知道。有人从中央委员会那里偷走了下次选举的确切结果。”

2．政治过程类政治笑话
所谓政治过程，是指由政治行为者在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互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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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 p492)在这里，主要是指苏联的政治权力机构制定的政策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这一类型的政治笑话主要反映的是苏联民众对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决策的随意性、政策缺少连续性

以及相关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挖苦、讽刺。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类型的政治笑话和政治体系类政治
笑话存在着模糊地带，有时候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
譬如，20 世纪 30 年代发起的“大清洗运动”，就是一场带有斯大林个人色彩的政治运动，其中决策

的随意性、不透明性十分明显。1934 年 12 月 1 日，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
书记基洛夫遭到暗杀，这一事件触发了苏联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大检
举、大揭发、大逮捕、大处决运动。而在处理所谓的基洛夫暗杀事件时，正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捏造出
了一个由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的恐怖组织———“列宁格勒总部”。在 1937 年 3 月，时任内务人
民委员的叶若夫在联共( 布) 中央二三月全会的闭幕词中讲到:“我现在还记得，斯大林同志把我和科萨
列夫叫去说: ‘要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中间寻找凶手’。”其实，斯大林对布哈林也说过同样的
话。［6］( p378，p380)可以说，在“大清洗运动”中，决定一个人是否被逮捕和处决处处充满着随意性。往往是仅
仅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不妥当”的行为，一个人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逮捕或处决。正因为
如此，也就不知道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当然，也因为如此，全国上下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样，“大清
洗运动”自然也就成为政治笑话嘲讽的对象。

A．三个囚犯被送到了古拉格。他们开始谈论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里。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迟到五分钟，他们指控我是在以怠工来破坏”，
第一个说。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早到五分钟，他们指控我是间谍”，第二个说。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准时赶到”，第三个说，“他们指控我拥有一个
西方制的手表”。

B．一位内务人民委员部审判员结束一天的审判工作，回到办公室，突然独自大
笑起来。
对面办公桌的同事奇怪地问道:“有什么好笑的事吗?”
“是啊”，审判员用手帕擦着笑出来的眼泪:“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哦? 说来听听?”
“你疯了吗? ! 我刚判了说这笑话的家伙五年苦役!”

在“大清洗运动”中对犹太人的恣意迫害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大批犹太人不得不逃离苏联。大量的
关于犹太人逃离苏联的政治笑话其实构成了对苏联政策的暗讽和批评。例如:

A．地方的农业指导员正在集体农场会议上讲养鸡的好处。养一只鸡每年都能
获得许多的卢布，以此类推。
一个农民打断他，说道:“如果犹太人离开，他们要为他们的教育付多少钱?”
“四千卢布，别打岔，同志们。”他继续讲养羊的利润，但又被打断了。
“如果一个犹太工程师离开，他得付多少钱?”
“八千卢布，让我继续讲，同志们。”他继续讲养牛，直到又被别人打断了。
“那如果犹太人上过大学呢?”
“两万卢布，但……”
“或许我们最好养犹太人。”
B．一个犹太人递交材料以便申请出境签证。他被问他为什么想离开苏联。
“我有两个原因。在我的社区公寓里，我的邻居不停地告诉我，一旦苏联政权垮
台了，他将杀死我和我的家人。”
“但是你应该很清楚，苏联政权是永远不会垮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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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另一个原因。”
除了“大清洗运动”中近于荒唐的随意决策之外，在其他时期其他领域中决策的随意性也不乏其

例。这些不仅造成了错误的决策，给国家带来了政治经济上的损失，而且给广大民众也带来了各种各样
的麻烦。例如:

A．勃列日涅夫:同志们，美国人登上了月球，我们不能再等了，党决定让你们上
太阳。
宇航员:总书记同志，我们会被烧死的。
勃列日涅夫:没关系，同志们，党都替你们想好了，你们晚上去。
B．“伊万诺维奇，你经常读《真理报》吗?”
“当然，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过着幸福生活?”

3．政治人物类政治笑话
所谓政治人物，在这里主要是指苏联政治领导人以及体制内的公职人员或群体。在高度集中的政

治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原本来自于民众的政治权力却逐渐发生异化，并凌驾于社会( 民众) 之上，进而

也就造成了政治权力和民众的分离。具体来说，就是官民关系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工作作
风、处事特点甚至个体性格的弱点、生理的残疾等，都会成为民众编织政治笑话的对象。
这里，笔者主要撷取针对苏共领导人的政治笑话。

A．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车出门。开着开着，火车突然停了。
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外，怒吼道:“枪毙火车司机!”可是车还是没有动。
接着赫鲁晓夫说:“给火车司机恢复名誉!”车仍然没有动。
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不如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

在前进的样子。”
B．列宁快去世了，赶快把继承人斯大林召进克里姆林宫来，临终有几句话要嘱

托:“不瞒你说，我还有一个隐忧啊，斯大林。”
“说吧，亲爱的伊里奇。”斯大林专心地听着。
“那就是，人们会跟你走吗? 不知你想过了没有?”
“他们一定会跟我走的。”斯大林强调说，“一定会!”
“但愿如此。”列宁说，“我只是担心，万一他们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没问题!”斯大林答道，“那他们就得跟你走!”
C．———勃列日涅夫又住院了。
———作什么手术?
———扩胸。
———为什么?
———勋章没地方挂了。
( 勃列日涅夫有浓郁的“勋章情结”。① 以发奖章、勋章的方式颂扬自己治理下的

苏联社会，成了勃氏工作日程中最重要的事，并对此走火入魔。)

二、苏联政治笑话的功能
因为政治笑话是民众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或政治人物进行的调侃、揭露、批评、批判，它是民众对

日常生活中政治现象最基本、最有效的“回应方式”。［7］因而政治笑话可以看作是社会舆论、民情民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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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1年版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勃列日涅夫是“世界获奖章最多的人”，共获得苏联勋章十五枚、奖章十八枚，外国勋章四十二枚、
奖章二十九枚。据俄国一位作者的统计，勃氏获得勋章共十六枚，奖章二十二枚，外国奖章五十二枚。没有看到官方提供的确切数字，
但在苏联领导人中间，他拥有的奖章数量名列前茅是确实无疑的。( 郑异凡:《奖章爱好者勃列日涅夫》，《随笔》2014 年第 5 期。)



真实反映。［8］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笑话的功能。
总体上看，关于政治笑话的功能，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即国家政权层面和民众层面:

就国家政权层面而言，政治笑话具有十分鲜明的警示作用，因而具有建设性的功能，并发挥着政治

安全阀的作用。当然，政治笑话的建设性功能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当局必须认真从政治笑话中汲取营
养，寻找药方，这种建设性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来。否则，它就会变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从上文引述的政治笑话来看，它们大多是针对苏联政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弊端而形

成的。例如，在苏联政治人物类政治笑话中，就多包含着民众对苏共领导人脱离苏联社会实际、武断专
横、好大喜功、安于现状、享受特权等做派的讽刺和批评。在苏联政治过程类政治笑话中，就多包含着民
众对苏共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决策的随意性、政策缺少连续性以及相关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挖苦、
讽刺，乃至政治抗争。在苏联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中，就多包含着民众对苏联各项制度规则与社会现实
不符、政治权力异化现象严重、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物质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现象进行的嘲讽。
本来，在政治运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乃至怨恨，造成了政治笑话的出现，这就已

向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敲响了警钟，形成了要求执政党增加政治透明的倒逼，［9］( p16) 因而应该引以为戒，

查找产生问题的根源，并有针对性地作出政治上的调适，通过启动纠错机制、改进执政方式、提高执政水
平和执政能力，以增进广大民众的福祉。只有这样，才能消解民众的不满，化解政治危机，增强民众对苏
共执政合法性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看，民众对苏共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就可以看作是政治笑话的建设
性功能的结果，而民众不满的消解则可以看作的政治笑话的安全阀作用的发挥。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苏联的政治笑话的这种警示作用及其建设性功能，不仅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

效果，反而被视为对苏联政治的污蔑，甚至被视为“反苏”的政治行为，而被严加控制和打击。这可以说
是以 1926 年 11 月 22 日第十二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后的《苏俄刑法典》第 58 条规定
的所谓“反革命罪”为重要标志。第 58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目的在于颠覆、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和
根据苏联宪法及各加盟共和国宪法所选出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自治共和国的工农政府的权力，或目
的在于破坏或削弱苏联的对外安全和无产阶级革命基本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成果的一切行为，都
认为是反革命行为。……由于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国际一致性，上述行为指向任何其他没有加盟于苏
联的劳动人民国家时，也认为是反革命行为。”［10］( p23)第 58 条第 10 款进一步做出规定:“为了号召颠覆、
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或为了号召实施特定的( 本法典第 58 条第 2 款到第 58 条第 9 款所规定的) 反
革命罪行，而进行宣传或煽动的，或传播、制作或收藏具有这种内容的作品的，处于六个月以上剥夺自
由。在群情不安时，或利用群众的宗教或民族偏见，或在战斗状态下，或在宣布戒严的地区实施上述行
为的，处本法典第 58 条第 2 款规定的社会保卫方法。”［10］( p27) 由于政治笑话是民众不满政治情绪的表
达，是对当局的批评和抗议，在某种程度上被当局视为具有一定煽动性、破坏性的政治行为，很容易把它
划入“反革命罪”这一具有极大弹性空间的罪名之下，因此，这一罪名的确立即可以看作是苏联政府对
政治笑话的态度的转变。苏联政府把政治笑话看作是苏维埃国家的祸害，因而要加以全面的禁止，对于
那些不仅仅是讲政治笑话的人，而且就是听政治笑话的人，都有可能被处以“反革命”的罪名。有学者
指出: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苏联当局已经不再对政治笑话这种民众的政治情绪的表达采取“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而是认为政治笑话“对我们的工农国家是有害的”，［11］( p15) 因而必须加以禁止。
在 1933 年 1 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在发
言中指出，不要低估政治幽默对苏共带来的威胁。他说: “我想谈一下一种反党行为，被称之谓笑话。
这些笑话是什么? 这种笑话以鼓动的形式来反党。在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中，谁不知道过去我们怎
样同沙皇制度作斗争，我们怎样用讲笑话的形式来削弱过去存在的政权的威信……现在，它又被当做一
种灵敏的武器来抵抗党的中央委员会。”［12］( p70) 1934 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官员( 基洛夫) 就明确主
张，要消灭讲政治笑话的现象和习惯，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最频繁利用的手段之一。任何人讲
这种笑话，尤其是涉及我们的党和领袖的笑话，不仅要揭露出来，而且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11］(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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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笑话也就变成了“笑话杀手”，即把那些讲笑话的人送进集中营。［3］( p6)

20 世纪 30 年代“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逮捕人数统计表

年份 1931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人数 100963 32370 16788 43686 32110 234301 57366 24720 18371

数据来源: Sarah Davies，“Anti － Soviet Agitation”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30’s，Cahiers du Monde russe，Vol． 39，No．
1 /2，Les annees 30: Nouvelles directions de la recherche( Jan． － Jun．，1998) ，pp． 149 － 167．

于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量民众因所谓的“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而遭到逮捕，并被处以 3 － 5 年
的刑期。据苏联内务部档案资料，在 1931 － 1940 年的 10 年中( 1932 年缺) ，因“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
而被逮捕的人数，每年都不下上万人。其中，以 1931 年和 1937 年为高峰，都超过了 6 位数，而 1937 年
又是 1931 年的 2 倍多。虽然这些人未必都是因政治笑话而被捕的，但是因讲或听政治笑话而被捕的应
占有相当的比例。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指出，1953 年
斯大林死后，当局释放了“因笑话而被捕的大约有 20 万人”。［12］( p74) 在 1989 年 2 月，苏联最高法院为在
30 － 40 年代及 50 年代初遭到不公正镇压的人平反昭雪，并在为此而作出的决议中指出: “最普遍的罪
名是反苏维埃宣传鼓动，其表现是‘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对劳动人民生活条件不满的言论、‘吹
捧’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任何为‘人民公敌辩护’的言论，包括表示对他们的一般同情，都被认为是反
苏维埃宣传鼓动。特别热衷于根据刑法典第 58 条追究‘对斯大林名字的大不敬’。”［13］根据苏联国家
安全委员会 1990 年 3 月 13 日核实的资料，从 30 年代到 1953 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共有 370 万人，其
中 79 万人被枪毙。因而，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黑色年代，黑色的法庭、黑色的法律、黑色的良心、黑
色的天理”。［14］( p120)

总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苏联当局不仅不能从政治笑话中反思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不把

政治笑话看作是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反而把它看作是“反革命”的政治行为，并运用政权的强制力进
行压制，其结果只能是:苏联的政治体制因此而成为了一个僵化和封闭的体系，并因此而失去了自我反

思、自我完善和自我纠错的能力。［1］

就民众层面而言，政治笑话是他们通过私底下的调侃、挖苦、讽刺、批评等变相的政治参与形式。一
方面，他们试图以这样一种变相的政治参与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政治见解或者政治上的不满，
以期影响政治体系的运行。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当局并没有为民众提供实际意义上的政治参与的
制度化平台，政治笑话不仅无法实现向当局的“输出”，更无法实现向政策的转化，因而，政治笑话在某
种意义上成为了民众的内部消费品，成为了弱者的武器，即化解民众作为政治人不能有实质政治参与和

政治意见表达的政治心理危机，消解政治压力和政治上的不满情绪，从而实现政治笑话的心理上的自我

解压和自我满足的功能。( 当然，这一功能从国家政权层面看，则发挥着“巩固政权的作用”。因为在一
些政治笑话中包含着“谁也无法改变现实中的弊端”的宿命论色彩。［3］( p6) )
本来，苏联宪法规定了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并享有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例如，1936 年苏

联宪法第 123 条规定:“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及种族，在经济生活、国家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及政治生活
各方面，一律平等，是为确定不变之法律。”第 124 条规定:“为保证公民信仰自由计，在苏联实行政教分
离及教育与宗教分离。一切公民皆能自由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反宗教宣传。”第 125 条规定: “为适合
劳动者利益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计，法律规定公民享有下列各项自由: 1．言论自由; 2．出版自由; 3．集会
自由; 4．游行及示威自由。公民此种权利之保证为:印刷所、纸张、公共场所、街道、交通工具及其他一切
为实现此种权利所必要之物质条件，均供劳动者及其团体享用。”第 126 条规定:“为适合劳动者利益并
发展民众组织自动性及政治积极性计，保证苏联公民有权结合于各种社会团体，即工会，合作社，青年团

体，体育及国防组织，文化、技术及科学会社;而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阶层中最积极最觉悟之公民，则结
合于苏联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 ，及劳动群众为巩固及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中之先锋队，劳动群众

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之领导核心。”第 127 条规定: “苏联公民有身体不受侵犯之保障。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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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非经法庭裁可或检察官批准，不得逮捕。”第 128 条规定:“公民住宅不可侵犯及通信秘密，均受法
律之保护。”［15］( pp． 43 － 45)

假如苏联的政治生活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公民的这些基本的政治权利能够得到保障，那么，

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政治笑话。然而，在苏联实际的政治生活中，理论上的规定并
没有完全变为现实，这就为政治笑话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社会政治条件。例如，被称为最完美的 1936
年苏联宪法颁布之时，却是“大清洗运动”的高潮来临之际。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得不到任何有效的保
障，民众生活在“大清洗”的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又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虽然民众的社会生活
相对平静，但是，这一时期苏联的特权现象严重，官僚腐败猖獗，而民众不仅要忍受排队购物的窘迫的物

质生活，还要经受勃列日涅夫在意识形态“退回到斯大林时期的老路”［16］( p329) 的煎熬，以及国家安全机
关的强制措施的侵扰———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和罗伊·亚·麦德维杰夫兄弟的《谁是疯子》( 群众
出版社 1979 年版) 就反映了当时苏联这方面的情况。也正是因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压制而出现了“持
不同政见者运动”，同时也在广大民众中间形成了特殊的“厨房文化”。有这样几则“反苏维埃鼓动宣传
活动的案件”反映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众的政治情绪和生存状态: ( 1) “1971 年 3 月 10 日。И． А．霍赫
洛夫( 生于 1947 年，俄罗斯人，中等文化程度，共青团员，钳工，居住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北顿涅茨克
市) ，А． К．切霍夫斯基( 生于 1947 年，俄罗斯人，11 年级文化程度，家具制造厂钳工) ，Г． И．托尔斯陶索
夫、В． В．马斯洛娃、А． А．波托茨基、А． П．别兹鲁奇科( 没有相关资料) ———上述人员决定成立‘争取列
宁主义思想变成现实的政党’，其目的是‘通过和平的，在非常情况下通过军事的，而在两种情况下都是
通过革命的途径，消灭被歪曲的社会主义’。”［17］( p1348) ( 2) “1971 年 3 月 29 日。В． Б．潘捷列耶夫( 生于
1946 年，俄罗斯人，中等文化程度，地区报纸编辑部的部门负责人，居住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市) ———1969
年 12 月和 1970 年 1 月，给‘自由’电台记者寄信，1970 年 4 月，又通过邮局给美国大使馆寄了手稿《苏
联———它是怎样的》:‘是的，革命在俄国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上层统治集团的
政策，我们国家早在 30 年代就脱离了列宁主义的道路，走入了死胡同。’”［17］( p1349) ( 3) “1971 年 5 月 31
日( 案件被终止日期) 。Г． И．斯拉文斯基斯( 生于 1948 年，立陶宛人，不完全中学学历，餐厅音乐师，居
住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考纳斯市) ———1970 年 8 － 9 月，组织了嬉皮士集会，批评‘社会公众
和行政机关旨在反对嬉皮士的反社会行为的措施’，认为这是破坏了个人权利，建议他们举行游行，争
取使立陶宛摆脱苏联。”［17］( p1353)

美国学者卡斯·Ｒ·桑斯坦认为，处于困境中的人容易传播和接受谣言。他指出:“当危机出现，或
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谣言就不可避免了。……可怕的事件会制造愤怒，而愤怒的人们很容易接受谣
言，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愤怒有理，并把那些可怕的事件归咎于蓄意而为。一些谣言一方面释放了‘重要
的情感冲动’，另一方面为那些接受谣言的人提供了关于为何会产生这种情感冲动的解释，‘谣言在释
放情感冲动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解释’。”［18］( pp． 25 － 26) 这一关于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机制，用在政治笑话

的产生和传播方面同样适用。在通常情况下，作为人生存的本能和条件，在有了压力的时候，总是要选
择适当的时机以一定的形式把心中的不满和压力释放出来的，不然的话，就会滋生出一些心理上的疾

病。因此，政治上的强制充其量只能束缚人的身体，但是不能束缚人的灵魂和思考，自然也为政治笑话
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和动力。尽管在政治的强制之下，人们不能想不能说( 甚至有时候连听
都不能，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就有不少听了“反动”言论或政治笑话而被捕的人) ，但是，恰
恰是强制锻炼了苏联民众的别样的政治智慧，并为苏联民众编织政治笑话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此，苏
联学者格·阿尔巴托夫曾指出:“书报检查的压力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有一点好处，它们迫使你学会
善于用词，巧妙地写作，通过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和略而不语等方法在字里行间表达重要的思

想。”［19］( p193)可以说，政治笑话正是在这样的强制之下的产物，既然它不能通过这种“微弱的”政治抗议
形式达到影响政治体系运行的目的，那么，它只能是无奈、无能甚至无助条件下的智慧表达和情绪宣泄，
是“受伤”身体的心灵的自我抚慰，是苦难生活的卑微的自我救赎，是逃避社会现实之下的人生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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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的自我实现。同时，政治笑话是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的一种形式，是民众获取社会力量、社会慰
藉和社会价值的重要载体。似乎，政治笑话成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手中为数不多的、聊以自慰和化解
忧伤的精神武器之一。

三、结语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苏联的政治笑话并不仅仅是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调侃和民众的自我揶揄，

它更是苏联特有的政治文化。它不仅反映了民众对苏联政权的政治态度、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自然也
反映了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了苏联政权和民众的关系，反映了苏联政权的合法性状况。例如，
有学者即从苏联的政治笑话中，看到了严重的“民生问题和恶劣党风，导致党与群众渐行渐远”。［20］有学
者从勃列日涅夫爱好奖章的笑话中，得出了如下的认识:“领袖需要的不是勋章，而是民众的口碑，这是
永远不会被遗忘被抹去的东西，其他都是过眼烟云!”［8］

从巩固执政地位和赢得执政基础的角度着眼，执政党应该把政治笑话看作是民众政治态度的晴雨

表，看作是政治标尺。民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政治笑话中都会有明显而真切的表现。然而，令人
遗憾的是，苏联政权对于政治笑话的非理性压制，使得其失去了获取民情、汲取民意的来源，进而使得其
在民情、民意面前变得迟钝、麻木和僵化，以至于使得苏联社会稳定的表面之下却潜伏着暗流，以至于最
后这潜伏的暗流变成了汹涌的明流，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撕裂了那表面的、脆弱的稳定。苏轼在《晁
错论》中有句名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
则恐至于不可救。”这用在苏联政权那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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